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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藏高原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生物量分配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其草本层。 为了探究高寒灌丛生态系统草本层生物量分

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了青藏高原东北部灌丛生态系统的 ４９ 个高寒灌丛样地的草本层地上与地下生物量特征及其气候因

子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１）草本层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分别为 １２１．１，３４２．８ ｇ ／ ｍ２均大于高寒草地的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

物量。 ２） 草本层的根冠比为 ３．６ 低于高寒草地的根冠比。 ３） 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之间呈现幂函数的关系 ｙ ＝ ８．０ｘ０．８３（Ｒ２

＝ ０．４８，Ｐ＜０．００１）。 ４） 根冠比与年均温度、年均降雨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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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丛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１］，具有分布广泛，生产力高等特点，在群落的演替

与生态保护和能源替代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２］。 中国是全球灌丛分布面积最广泛的国家之一，其面

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２０％，约为现存森林面积的 ２ 倍［２］。 然而，相比较草地与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灌丛生态

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灌丛生态系统的研究列入草地或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的一部分［３］。 因此，灌丛生态

系统在我国陆地碳汇评估中是最不确定的［１］。 灌丛是青藏高原灌丛生态系统重要的植被类型之一，有必要

开展灌丛生态系统的研究。
植物生物量包含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 由于地下生物量的数据相对较少，地下生物量的估算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４］。 生物量分配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准确估算地下生物量［５⁃６］，而且有助于评估在全球气候

变化的背景下，植物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７］。 草地生态系统生物量的大小及其分配关系已经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从区域尺度，如青藏高原草地［８］，内蒙古草地［９］等；到国家尺度，如中国北方草地［１０］，中国草地［１１⁃１２］ 等。
整体而言，中国草地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之间的关系符合幂函数［１１⁃１３］，尽管高寒草原，温性荒漠草原与高寒

草甸生态系统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山地草甸，温带草甸草原，温性草原生态系统的地

上与地下生物量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１１］，因此不同的草地生态系统地上与地下生物量存在不同的相

关关系。
灌丛生态系统植被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分别包括植物灌木层生物量与草本层生物量。 已有学者对青藏

高原灌丛生物量进行相关研究［１４⁃２０］。 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单一群落类型，如金露梅群系；或者仅涉及到地上

生物量或地下生物量。 虽然高寒灌丛生态系统中的灌木层地上地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大小，分布格局及其

与年均温度和年均降雨量的关系进行了探究［２０］，但未涉及草本层的生物量分配与气候因素关系的研究。 因

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草本层地上与地下生物量分配关系及其气候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期丰富该领域的认知。
本研究通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的野外采样与室内分析，试图明确：（１）青藏高原高寒灌丛草本层的地上地下生物量

大小及其相关关系。 （２）草本层的根冠比大小及其与气候因素之间的关系。

１　 材料与方法

图 １　 样地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理位置为 ３１．８８°—３８．０６°Ｎ 与 ９５．３０°—１０２．３８°Ｅ 之间。 高寒灌丛生态系

统典型的植被类型如百里香杜鹃群系（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ｈｙｍｉｆｏｌｉｕｍ），金露梅群系（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山生柳

（Ｓａｌｉｘｏｒｉｔｒｅｐｈａ），鲜卑花群系（ Ｓｉｂｉｒａｅａ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细枝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ｍｙｒｔｉｌｌｏｉｄｅｓ），头花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青海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ｅｎｓｅ），鬼箭锦鸡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ｊｕｂａｔａ）等。 草本层优势种主要为矮嵩

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ｈｕｍｉｌｉｓ），高山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ｐｙｇｍａｅａ），珠芽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草地早熟禾（Ｐｏａｐｒａｔｅｎｓｉｓ），紫

花针茅（Ｓｔｉｐａｐｕｒｐｕｒｅａ），垂穗披碱草（Ｅｌｙｍｕｓｎｕｔａｎｓ）等。
年均温度与年均降雨量分别为－５．６—８．９℃ 与 １７．６—
７６４．４ ｍｍ［２１］。

１．２　 样品采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每年的 ７—８ 月，在青藏高原的东北

部进行了连续 ３ 年的采样活动，选择了 ４９ 个样地，１４７
个样方（图 １）。 每个样地设置 ３ 个样方，其中高寒灌丛

的样方调查面积为 ５ ｍ×５ ｍ。 在每个样方中，再设置一

个 １ ｍ×１ ｍ 的子样方。 子样方内所有的地上地下生物

量均用收获法获取［２２］。 地下根用水清洗，通过根的颜

色，一致性等判断依据，将死根拣出。 活根与相应的地

上部分在 ６５℃的环境下烘干至恒重，精确至 ０．１ ｇ，用于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分析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相关关系及其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４⁃５］。 具体采样方法见《生态系统固碳

观测与调查技术规范》 ［２３］。
１．３　 气象数据

由于采样地附近没有相应的气候站点，因此样地的温度与降雨等气象资料来自全球气候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ｏｒｇ ／ ） ［２４］。 通过采样地的经度、纬度等数据提取样地的月均温度与月均降雨量的数据，进一步

计算出各个采样点的年均温度与年均降雨量的数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青藏高原高寒灌丛草本层生物量的大小

青藏高原高寒灌丛生态系统草本层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与根冠比的范围分别为 ３９．３—２８９．２ ｇ ／ ｍ２，
１４５．７—１６４８．２ ｇ ／ ｍ２，１．４—９．２（表 １）， 平均值为 １３２．０ ｇ ／ ｍ２，５２６．４ｇ ／ ｍ２，４．１，中值分别为 １２１．１ｇ ／ ｍ２，３４２．８ ｇ ／
ｍ２，３．６（图 ２）。

表 １　 青藏高原高寒灌丛（灌木层与草本层）与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与根冠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ＧＢ），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ＧＢ） ａｎｄ ｒｏｏｔ ／ ｓｈ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Ｒ ／ 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高寒生态系统
Ａｌｐ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地上生物量 ＡＧＢ 地下生物量 ＢＧＢ 根冠比 Ｒ ／ Ｓ

中值
Ｍｅｄｉｕｍ

范围
Ｒａｎｇｅ

中值
Ｍｅｄｉｕｍ

范围
Ｒａｎｇｅ

中值
Ｍｅｄｉｕｍ

范围
Ｒａｎｇｅ

ｎ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灌木层 Ａｌｐｉｎｅ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１０３６．４ ３４０．２—４８１６．５ ９５１．６ １７０．２—２５９７．３ １．０ ０．５—２．０ ４９ ［２０］

草本层 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ｙｅｒ １２１．１ ３９．３—２８９．２ ３４２．８ １４５．７—１６４８．２ ３．６ １．４—９．２ ４９ 本研究

高寒草地
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５９．７ ９．８—３４７．５ ３３０．５ ４４．６—２７８４．８ ５．８ ０．８—１３．０ １１２ ［８］

　 　 ＡＧＢ： 地上生物量，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ＢＧＢ：地下生物量，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Ｒ ／ Ｓ：根冠比；Ｒｏｏｔ ／ ｓｈ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２．２　 草本层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关系

高寒灌丛草本层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之间呈幂函数相关关系 ｙ＝ ８．０ｘ０．８３（Ｒ２ ＝ ０．４８，Ｐ＜０．００１） （图 ３）
２．３　 气候因素对草本层根冠比的影响

随着年均温度与年均降雨量的增加，青藏高原草本层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图 ４）。

３　 讨论

３．１　 高寒灌丛草本层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大小与根冠比的大小

Ｙａｎｇ 等测定了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分别为 ５９．７ ｇ ／ ｍ２，３３０．５ ｇ ／ ｍ２，均小于高寒

灌丛草本层的地上生物量的 １２１．１ ｇ ／ ｍ２与地下生物量的 ３４２．８ ｇ ／ ｍ２。 首先，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的

土层较薄与土壤较为贫瘠［２５］。 相比较高寒草地，高寒灌丛生态系统具有更多的凋落物输入，其不仅具有草本

层的凋落物，还具有灌木层的凋落物［２６］。 大量凋落物的输入，利于土壤腐殖质含量的增加［２６］，可以改善土壤

的理化性状，为草本的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条件。 其次灌木层为草本层的生长提供相对较高的温度。 已有研

究表明，灌木层下土壤的温度显著高于草地生态系统下的土壤温度［２７⁃２８］。 青藏高原具有寒冷、干旱的气候特

征［２９］，而灌木层的存在为草本层生长提供更为适宜的温度。 因此相比较高寒草地，高寒灌丛的草本层具有更

大的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
青藏高原高寒灌丛草本层的根冠比为 ３．６，小于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根冠比（５．８） ［３０］。 一方面，较多的凋

落物输入可能会促进高寒灌丛生态系统土壤具有较高的有机质，草本根系更容易获取养分；另一方面，灌木层

的存在，抑制草本层对光照的吸收。 植被会将更多的生物量投入到地上部分，获取更多光照，以实现最大速率

地生长［３１］。 因此，相较于高寒草地，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的草本层具有更大的根冠比。 高寒灌丛灌木层的根冠

３　 １８ 期 　 　 　 聂秀青　 等：青藏高原高寒灌丛生态系统草本层生物量分配格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２　 草本层生物量与根冠比的频率分布图地上生物量（ＡＧＢ），地下生物量（ＢＧＢ），根冠比（Ｒ ／ Ｓ）

Ｆｉｇ．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ＧＢ），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ＧＢ）， ａｎｄ ｒｏｏｔ ／ ｓｈ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Ｒ ／ Ｓ）

图 ３　 草本层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ＧＢ）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ＧＢ）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ｙｅｒ

比（１．０） ［２０］小于草本层的根冠比（３．６）。 这说明，相较

于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的灌木层，草本层将更多的生物量

碳储存在地下。
３．２　 高寒灌丛草本层地上与地下生物量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表明，高寒灌丛草本层地上与地下生物量呈

现幂函数相关关系 ｙ＝ ８．０ｘ０．８３（Ｒ２ ＝ ０．４８，Ｐ＜０．００１）。 然

而，通过对中国草地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的相关研究发

现，不同的草地类型其相关关系存在显著的差别，虽然

整体而言，符合幂函数的关系，但是温带草原，山地草

甸，温性草甸草原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之间没有明显的

相关关系（Ｐ＞０．０５） ［１１］。
青藏高原草地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的相关关

系符合幂函数（Ｒ２ ＝ ０．６７，Ｐ＜０．００１） ［８］，这与本研究结果

类似。 青藏高原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的灌木层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也呈现幂函数关系（Ｒ２ ＝ ０．６６，Ｐ＜０００１） ［２０］。
这表明，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地与灌丛生态系统（草本层与灌木层）的地上与地下生物量均符合幂函数的关系。
因此，在估算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地与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的地下生物量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地上与地下生物量

之间幂函数的关系进行推算。
３．３　 气候因素对草本层根冠比的影响

随着年均降雨量与年均温度的增加，草本层的根冠比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该结论与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

研究结果相同［８］。 这表明气候因子并不能显著影响青藏高原草本植物的生物量分配。 然而，随着年均温度

的增加，高寒灌丛生态系统灌木层将更多的生物量投入到地上部分，使得根冠比降低［２０］。 青藏高原地处高海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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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根冠比与年均温度、年均降雨量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ｏｔ ／ ｓｈｏｏ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Ｒ ／ 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拔区域，年均温度较低，ＣＯ２的浓度降低［３２］，植被的生长季缩短［３３］。 当温度变高时，植被会将更多的生物量投

入到受限制的地上部分，来增加光合作用［３４］。 然而，青藏高原草本植物的根冠比与年均温度并没有显著的相

关性［８］。 这表明，青藏高原灌丛生态系统的根冠比与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根冠比对温度的响应是不同的。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青藏高原年均温度也在增加［３４］。 增加的温度会促进灌丛植被将更多的生物量投入到

地上部分。 灌丛生态系统地上生物量的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青藏高原灌丛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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